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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地少”可以说乃是中国明清以来的最基本国情。对农民来说，伴随人口的增长

和劳均耕地面积的压缩，迟早必定会导致边际劳动投入产出的递减。前现代的“精耕细作”

演变固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既提高单位土地产出，也提高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但迟早不

可避免地进入单位土地和单位劳动产出的递减，亦即笔者所谓的“内卷”。 

固然，土地之外的前现代“资本”投入，譬如，技术方面的提高、从旱稻到水稻的转

变、或更多更优质有效的肥料投入，一定程度上能够扭转劳均产出递减的“内卷”困境，

甚至导致一段时期的显著提高，但在之后日益攀升的人口压力以及单位土地的劳动与资本

的投入长时段递增的趋势下，边际劳动和资本投入迟早必将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内卷”

状态。 

“内卷”一词是笔者多年来最常用的一个概念——在西方的农耕史中相对罕见——其

要表达的便是中国在上述的长时段的、在人多地少压力下近乎不可避免的趋势。越来越密

集的亩均劳动和资本投入，迟早必定会面临边际报酬递减的“内卷”实际。而且，正因为

那样的“前现代”农业产出已经达到相对较高的境界，其后来转入现代农业所带来的产量

扩大也将会相对较小，也更加困难。笔者将上述的中国基本实际称作“内卷”，并将其视

作中国相比西方的最突出和基本的不同国情之一。在西方前现代历史中，“内卷”现象相

对少见，该词也相对罕见；在中国则是基本实际。中西方的差别，究其根本，乃是“前现

代”中国相比西方比较突出的相对“人多地少”及其农业在现代化之前的长时段“内卷化”

的基本国情。 

与“内卷”对立的概括首先是“革命”——即通过技术或（资本）投入的革命性更改

而得出的生产上的突破性提高。前现代中国的一个例子是农耕技术的提高，譬如，从旱稻

转入水稻，或器具改良，如转用铁制农具。更突出的当然是，转入现代化肥以及/或机械

（尤其是拖拉机）的投入而做到的劳均和/或亩均产出的显著提高。但其前长时段的基本

实际则是，在内卷化的传统中国农业中，单位土地的劳动与肥料投入都要远比传统西方密

集得多，单位土地产量也远高于西方。 



正因为如此，其从前现代农业转入现代机械化和化肥革命所获得的产量增长也比西方

相应较低，其过程也比西方艰难。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国的传统农业单位土地产出已经由

于“内卷”而相对较高，其转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要比西方艰巨。前现代中西方

在这方面的差别特别显著。 

除了“现代化”与“革命”的概括之外， 与内卷相对的是“发展”——即单位劳动

或土地报酬递增的发展。在中国，最好的前现代实例也许是，上述的从旱稻到水稻的演变，

或转入铁制农耕器具使用的演变。带来的是，相应劳动投入扩大的同等产出的较罕见的非

“内卷型”上升。但前现代中国农业长期以来的主要演变模式是“内卷”而非“发展”。 

在西方，上述的“内卷”现象则相对罕见，“内卷”involution 一词也因此极少被使

用。在西方，关于农业的用词，主要就是“前现代”相对“现代”的二元划分，在中国则

须在“前现代”之上，加用西方基本不见的“内卷”用词。在西方的农业史论述中，我们

基本只见“前现代”与“现代”（即纳入了机械和化肥投入）的两个相对用词。而在中国

的农业历史中，则须要在“前现代”和“现代”二者之上，添加“内卷”的第三元表达。

这是中西方农史间的一个根本性不同。其背后的主要差别毋庸是较悬殊的人均耕地面积。 

这也是笔者长期以来一直特别突出“内卷”概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的原因。仅凭西方

惯用的“前现代”和“现代”的二元划分来认识中国，可以说等于是完全忽视中国相比西

方最突出的高密度人口基本实际，甚至乃是前将中国历史硬塞进西方的框架中来理解，忽

视中西方的实际中关键的不同。 

此点不仅关乎中西方的“前现代”历史，更是关乎两者“现代”历史的不同。西方的

历史确实不需要将“人多地少”认作其历史的根本型特征，可以不考虑人口因素的特点来

将前现代和现代相比和对立。但中国则不能。无视前现代中国人口规模和其相对稀缺土地

资源的特点，乃是对中国历史根本性特点的无视，实际上等于是将中国历史硬塞进西方历

史的框架。无视中国前现代已经看到的“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等于是将中西方简单地

等同起来，有意无意地将西方的基本历史框架来强加于中国，无视中国与西方根本性的不

同——即，前现代西方（相比中国）的相对“地多人少”和中国相比西方的相反“人多地

少”基本国情。 



直面此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两者间的诸多其他共同。采纳简单的“前现代”

和“现代”二元对立来同样地认识中西方，忽视前现代中国的人多地少基本国情，乃是一

种脱离基本实际的粗略历史观，等于是忽视前现代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也是一

种西方中心化的历史观。将中国历史塞进源自西方的简单“前现代”和“现代”二元划分，

或从“封建”到“现代”的二元化分，都是无视中西方人地比例悬殊的基本实际的错误单

一化历史观。我们必须正视两者间的这方面的根本不同，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它们间的其

它共同。 

强将两者塞进任何一种单元化的历史观——譬如前现代相对现代的划分，或马克思一

度采纳的西方的前现代封建和现代资本主义，相对中国的前现代“亚细亚生产方式”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的划分，都是比较勉强的。我们需要既看到前现代中西方间

的不同，也要看到它们的共同，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现代的共同。兼顾中西方前现代的基

本差异和其现代的一些基本共同，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西中间的既是不同也连带有一定共同

的实际。此点不仅关乎我们对“前现代”中西方的异同的认识，更关乎我们对“现代”中

西方的异同的认识。简单将二者对立，或简单将二者等同，都是不可掌握实际全面的进路。

我们需要的是，既掌握其间的差异，也看到两者在近现代逐步趋同的新趋势——即非农工

业的发展、现代工业化农业的来临、以及农业人口相对全人口递减的共同的现代化发展趋

势。 

 

 

 

 


